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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儒家文化：建构中国式市民社会的深厚资源 　　　　　　　　　　　　　　　　　　　

　　　　　　　　　　　　　　　 

  　　　　　蒋庆　　　　　　　　 

　　 

近读邓正来、景跃进二先生的大作《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笔者认为，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还要涉及到可欲不可欲与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更涉及到应该不应该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实现富裕抵御专制的角度来说，即从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说，市民社会对中国是可欲的：但从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说，即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说，在中国建成西式的市民社会是不可能的；另从中国文化的本位性原则来说，即从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自主性原则来说，舍己从人移入西式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是不应该的(市民社会即是西式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必须建成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即必须将中国的市民社会建构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是现代中国人无可选择的存在状况，也是中国现代化不可摆脱的文化背景。并且笔者还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建成中国的市民社会不是负面的阻碍力量，而是正面的促进力量(邓、景大文则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阻碍力量)。具体说来，要建成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儒家文化无疑是一支最主要的促进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所谓中国式的市民社会，亦即是儒家式的市民社会。

（一）大一统中的多元社会

多元社会即是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各个利益团体按自己的志愿自由组合，社会中形成各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各个独立的利益集团以共独立的方式住社会小维护其特殊的利益。由于在市民社会中利益多元化、集固化，或者说特殊化，社会中就形成各个独立的力量网络，足以同国家权力相抗衡(多元社会论者认为国家权力只是各个独立的社会力量之一)。所以，推崇市民社会的人都认为市民社会在使利益多元化的同时能使力量社会化，在国家之外形成一个独立的强大有力的社会，因而能够遏止国家走向专制极权。俗曰市民社会是自由的最后屏障即是此义。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近百年来追求自由民主屡遭失败的惨痛历程后猛然醒悟：自由民主的根基不在移植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而在营建中国的市民社会—多元社会。这确实是中国人观念的—大转变，这预示着政治万能论在中国行将破产。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看到，市民社会所形成的多元社会亦有其弊病，其弊病主要有二：一、多元社会缺乏一形上的根基；二、多元社会缺乏一形下的统攝。多社会缺乏形上根基是指多社会利益多元化、力量多元化，最后必然导致价值多元化，价值多元化即是价值相对化、世俗化，整个社会没有一来自形上世界的统一的价值标准，从而使整个社会缺乏一来自超越界的神圣的合法性，整个社会在价值上支离破碎，尖锐冲突。在这种价值冲突分裂日愈世俗化的多元社会中，人们只承认自己所属的社会有其合法性，而感觉不到整个社会有来自超越界的神圣的合法性；人的生命在此多元社会中寻找不到统一的永恒意义与价值，人在此分裂的社会中生命得不到安立（人的生命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寻找不到意义与价值，会成为极权主义产生的心理温床，Arendt、Tillich均有此看法）。多元社会缺乏形下统摄是指多元社会由独立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坚决反对国家对其事务进行干预，国家遂蜕变为守夜人，代理人而非公断人，政治权力亦降等为与社会力量无别的私权而非公权。于是国家形同虚设，社会缺乏统摄，虽可美其名曰自治，实与无政府无别，而无政府与专制之间只有一步之隔。 以上指出了多元社会的两个弊端，如果在中国营建市民社会时不能避免上述两个弊端，多元社会有蜕变为极权社会的可能，德、意走向法西斯就说明多元社会存在着缺陷。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多元社会的这一缺陷呢?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智慧无疑是一可资利用的最好资源。

儒家讲天生万物各正其性命，讲物性自足宜物各付物，故儒家思想与多元社会不相冲突，但儒家同时又倡大一统，不因社会的多元而否定社会的一元。在儒家看来，社会应在大一统中存在，多元社会应是大一统小的多元社会。依儒家，大—统有形上形下两层含义：形上含义是指整个人类社会以至山川草木等自然界都必须有一个形上的根基，此根基即是孔子在《春秋》经中所揭示的“天元”，此“天元”是“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何休语)，“万物无不一一皆本之以为始”(徐彦语)，故整个人类社会不管怎样独立多元，都有一个共同的形上本源。都必须统于“天之元”。此即是公羊学注解《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时所谓变一为元、立元正始、贵元崇本之义。大一统的形下含义是指正现实的政治社会中，王是公共权力的代表，现实的政治秩序必须统于王才是合法的政治秩序，因为王者受命于天以统天下，其统治有源自“天元”的神圣合法性；又因为王者天下归往，其统治又有源自民心的世俗合法性。从以上对大一统二层含义的解释中可以看到，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智慧正可对治多元社会缺乏形上根基与缺乏形下统摄的两重缺陷。要在中国营建市民社会，最宜取的作法是尊重中国的国情，吸取传统的政治智慧．在中国建成大一统中的多元社会。如此，社会既多元又一元，既独立又一统；既有超越神圣的普遍根基可以安立生命，又有具体现实的详密制度可以保护社会各自的特殊利益；既有源自形上界与民心的公共权力来统摄社会不使社会因多元而无政府化，又能物各付物各正性命保障社会利益的独立与多元。

(二）正义谋利下的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的—大特征，就是建立独立而强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市民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故论者每曰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但是，人们似乎夸大了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诚然，市场经济可以增加社会财富，可以培养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可以把生活中指令性的行政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契约性关系，可以养成人们私权神圣应受法律保护的观念，但是，市场经济以谋利为根本动机，追逐利润是市场经济的第一条法则，而利欲产生于人生命中的占有冲动，对人心、对社会都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作用。奸商囤积居奇，不法生产者制造伪劣商品，股票投机希望一夜之间变为暴发户，以及全民经商、全国炒股、全党谈财，都是利欲腐蚀人心与社会的表现。因此，市场经济不能以利作为其排它的唯—法则，不能认为利是市场经济天经地义的基础。这即是说，必须以义来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必须用义指导下的利来作为市场经济的法则。这是因为利是生命中的占有冲动，往往会不顾人间道德侵害他人与社会，以义指导利即意味着用道德来规范利的方向，把利引导向为他人与社会造福的轨道，同时又不消灭谋利的冲动。这样，市场经济仍然是市场经济，只是加了一点限制，是以义指导利的市场经济。这种以义指导利的市场经济如何可能呢?儒家正义谋利的思想无疑又是一丰富的思想资源。

儒家是赞同谋利的。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是针对君子修身与统治者治国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民众与社会的需要来说的。从儒家的思想来看，儒家常把治国者(君子)与一般民众区别开来。对治国者儒家要求从严，要求“正其义不谋其利”，要求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大学》)，故孔子说“君子喻于义”，“为政以德”，孟子见梁惠王劈头就喝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是，对一般民众，儒家要求甚宽。儒家认为人生而有欲，人的物价欲望亦为天之所生，亦有其正当的存在理由。故儒家言“利川厚生”，言“庶之富之”。孔子甚至言富可而求，虽执鞭之士，亦愿为之。于贡货殖有方，亿则屡中，孔子赞其为琏瑚之器。但是，儒家对利亦有清醒认识，看到利对人心社会有腐蚀作用，故《大学》所谓“仁者以身发财”(因为追求财富而丧失自已的本性)，孔子谓“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利对人心社会的腐蚀作用呢?儒家认为解决之道上只有用义来指导利，即只有正其义后谋其利。故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孟子亦曰：“万锺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锺于我何所加焉。”由此可见，儒家正义谋利的思想正可对治市场经济重利轻义的缺失。如果市场经济果能做到正其义而后谋其利，其腐蚀人心社会的消极作用就会逐渐减少，以至消失。此外非天方夜谭，彼邦日本正是标出正义谋利的儒家经营理念，才造就了今人的物质文明。(日本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创始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曾作《论语与算盘》一书，倡以儒家伦理指导经营管理的士魂商才理念，即是证明。)因此，要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其市民社会的基础——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正义谋利下的市场经济。如此的市场经济才是可欲的市场经济，建立正此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亦才是可欲的市民社会。

(三)忠信仁爱下的契约关系

市民社会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而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相互关系不再是垂直性的行政关系，而是对等的契约关系。契约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主要通过民商法体现出来，故契约关系即是一种法律关系。市民社会将人们的关系导向契约关系，可以克服掉传统家族关系中以血缘为中心的狭隘性，亦可以克服掉行政关系中以权力为中心的依赖性；也就是税，契约关系可以培养小人的开放胸襟，独立人格、权利观念和自由平等精神，而这些人的素质正是建成现代化所必须的前提条件。故契约关系是一种可欲的关系。但是，提倡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人们没有注意到，契约关系亦有其弊端，其弊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契约关系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建立正双方利益的精确算计上，有利则合，无利或利小则散，虽然平等自由，但人们结合的基础则相当脆弱，因为建立在利上的契约关系必然会导致寸利必争，一旦双方的利益不能平衡，人们的结合就不再可能。而社会的结合则需要稳固的基础，如果社会结合的基础不稳固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过分松散，最后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社会结合的稳固基础必须是道德而不是利，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亦必须是以义指导利的稳固的契约关系，而不是纯粹放于利而行的脆弱的契约关系。

2. 契约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从外部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或制约，如果法律关系缺乏道德精神作为其内在的支持，法律关系也相当脆弱，因为人们在利欲的驱使下随时随地都可能规避或违背法律。所以契约关系如果仅仅是一种法律关系，契约关系就很长久维持。鉴于此，契约关系的基础亦必须建立在道德上，维系契约关系的道德基础即是信义的道德精神。 

3．契约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一种诉诸理性的冷冰冰的计较关系，缺少人情味与弹性，如果整个社会契约化、法律化、人间就会缺乏亲情爱意，即父子、夫妻、上下、朋友以及同邻人的关系就会变为理性精神计算的权利义务关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利害关系。如果人类的社会关系缺乏亲情爱意意，人与人的结合全靠理性计算的利害关系来维持，人心在此理性计算出来的世界中将会感到不安，将会缺乏慰籍而日愈孤寂悲凉。因此，基督教降服罗马帝国后其博爱精神曾对罗马法的冷酷严峻起到了缓和作用，索尔仁尼琴在美期间对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冷冰冰的法律关系深感不满，渴望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中温情脉脉的伦常关系。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不能成为纯粹契约化、法律化的社会，必须用仁爱来化解契约与法律的冷淡无情。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契约关系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弊端，市民社会也因此弊端而不完善。那么。怎样克服这些弊端呢?儒家文化无疑又是可资利用的深厚资源。

首先，儒家讲忠，朱熹解忠为“尽已之谓忠”，忠不是一种对等的利益计算关系，而是一种尽心尽力为对方谋事的道德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正社会外部的利欲结合上，而是建立在个人内心的道德良知上，故忠的关系尽其在我，而不待外求，以忠为基础结合成的社会关系将会是一种稳固的社会关系，可以弥补以利为基础结合成的契约关系松散动荡之不足。所以在中国建立契约关系，必须建立以忠为基础的契约关系，如此的契约关系才是稳固的契约关系。建立在此关系上的市民社会才是可欲的中国人的市民社会。其次，儒家讲信，信乃足契约关系得以存在的内在道德支柱，故儒家的信义传统应是中国式契约关系的精神道德基础。再次，儒家讲仁爱，讲人相与之情厚，此种仁爱相与之情亦正可化解契约化社会由理性与法律带来的冷漠无情。不使人际关系变为纯粹利害计较关系，从而使人间多一份亲情爱意，人们愿意在此世界中栖息长住。因此，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其契约关系必须是忠信仁爱下的契约关系，此契约关系不仅可欲与可能的契约关系，同时亦是中国式的契约关系。 

(四)庶富教下的物质繁荣

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因而也是一富庶的社会。市场经济虽以各个人的利欲为运转的中心，但客观上则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人民生活也因此富裕。富裕，是人心所同欲，心志正常的人皆不会反对。但是富裕亦有其负作用，会腐蚀甚至糜烂人心与社会。具体说来，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后，如果不能正确运用财富，就会奢侈斗富，灯红酒绿，最后会发展到吸毒麻醉，暴殄人物。如此，人类社会生活的支柱——道德精神——就会衰萎。以至消失人类的道德精神衰萎消失后，人类的物质生活再富裕，人的存在亦不会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此外．物质财富的增加对—个民族的道德精神与内聚力亦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果整个民族都追求物质享乐，就会使这个民族丧失崇尚艰苦的精神与忧患意识，这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竞争中会处于劣势；另外，财富的增长处理不好会造成分配的不均，会在社会内部形成阶级对立，从而会削弱民族的内聚力。因此，社会财富的增长亦内含隐忧，必须川道德的力量去指导社会财富的运用，使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亦培养出承担财富的心殁力量，才能避免财富对人心、社会以及民族的腐蚀作用，从而使人真正成其为人，使民族充满道德精神和内聚力。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儒家庶富教的理想无疑亦是一可资利用的传统资源。

《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战!’。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儒家常而教之的思想即主张用道德力量去指导社会财富的运用，具体说来，即是用仁、义、礼、智、信，胧、耻、恭、俭、让等儒家道德去对富裕了的人们进行教化，在其生命深处培养出抗拒财富腐蚀的免疫力，从而使其挺立人心固有的道德本性，真正成其为人。故孔子要求人“富而好礼”，并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亦要求人“富贵不能淫”，并且坚决反对为富不仁。《大学》亦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要求人要“以财发身”，不可“以身发财”。如果富裕了的人们缺乏道德的指引，即富而无教，其结果必然是人异化为非人。孟子所言“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何其沉痛也!故孔子之所忧在德不修，学不讲，人不人也。

另外，儒家讲忧患意识。《易·系辞下》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内外使知惧，又明于忧患”。《既济封·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易》为文王拘？里忧已、忧人、忧国、忧天下、忧宇宙人生而作，故充满着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告诫人们，在富裕中不能贪图安逸享乐，贪图安逸享乐会败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精神，最后使国家衰亡。故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欧阳修亦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可见，儒家的忧患意识正可对治物质财富对民族道德精神的腐蚀。又，儒家讲均富，讲散财于民(《大学》)，此种思想亦可对治因社会财富增加叮能造成的穷富悬殊与阶级对立，增强民族的亲和力与内聚力。

(五)檀乐制度中的人性尊严 

市民社会是建立正契约上的社会，故市民社会是一自由平等的社会。自由平等是人之所欲，故市民社会是一可欲的社会。但是，自由平等如果走到极端，破坏了社会所需的等级结构，市民社会就会变为极权社会。这是因为如果人在社会中没有一个相对稳固的身份，不在社会的某一等级结构或职业身份中找到自己身心性命的归宿与依托，人就会游离出社会，变为一个单子或随处飘荡的个人，这些单子式的个人凑合在一起就成了所谓的群众。这些群众没有身份，不属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等级，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与生命的归宿，身心在社会中都没有支撑点，于是便在社会结构之外的政治偶像中来寻找自己身心性命的归宿与依托，来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结果极权主义产生，人的尊严遭到摧残。亚里土多德认为民主政治易蜕变为暴民政治即是此意。阿伦特(Arendt)认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均址摧毁了阶级——合理的社会等级结构——而把人变为无依靠无身份的群众所致(中国文化大革命搞群众专政即是最好的写照)。由此可见，自由与平等并非社会唯一需要与可欲的价值，等级与身份亦是社会所需的可欲的价值。任何社会中绝对的自由平等皆不可能，因为社会分工已从横向将人安立于职业中，已从纵向将人安置于等级中，人只能(从现实层面来说)从自己特定的身份中来寻找自己身心的依托，来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此即是儒家君子知命，素位而行主义，亦是亚里士多德与托克维尔所揭示的贵族政治所具有的正面价值。故等级与身份并非纯系落后与反动，合理的等级与身份正可对治极端的自由与平等的消极作用，在特定的社会等级与身份小来维护与实现人性的尊严。

要在国国建构市民社会，此社会不是绝对自山与平等的社会，亦不是贵族式等级身份森严的社会，而是有限的自由平等与合理的等级身份并存的社会。这种社会如何可能呢?如何在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建立合理的等级身份呢?儒家的礼乐文化无疑又是一可资利用的深厚资源。

儒家文化，梁漱溟先生用一句话来概括，是礼乐的文化。礼乐的文化，是对人在社会中的等级身份进行规范、涵濡与意义化的文化。从形式上来看，礼乐文化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从实质是来看，效乐文化则表现为在义的基础上追求仁与和的境界。礼乐与律法不同，虽然二都对人的等级身份进行规定，但律法中只有硬性的义(义以方外)，而缺乏仁与和去对硬性的义进行化解与升华。用今天的话来说，律法中只规定硬性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缺乏人情的根基与中和艺术。礼则不然。礼虽然以义为基础，规定了人的行为必须与其等级身份相适应才是应该的合理行为，但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礼之用和为贵”，即是用仁与和去对礼之义进行涵濡与升华，使礼充满人情昧而化解义以方外的严峻性，并使社会中等级身份的对立在礼的和乐精神中淡化而消亡。如此，社会中虽存上身份，但不会发展到阶级对立与种性森严，每个人住符合自己身份的礼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生命的安顿与存在的价值，都会做到思不出位，素位而行，从而使自己的人性尊严在礼乐制度中得到维护与实现．社会中没有遗弃在礼乐结构之外的无身份无归所的单子式的荒谬个人。因此，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此市民社会应该是新型的礼乐社会。正比新的礼乐社会中，社会在纵向分为许多等级结构，此种多层次的等级结构可以抵御极权力量向社会基层延伸，从而能保障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另外，此种新的礼乐社会能将等级身份意义化。艺术化，使人优游涵泳于礼乐的仁和境界中生命获得意义，而差别对立被忘却。如此的礼乐社会才是可欲的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成新的礼乐制度是建成中国式市民社会的前提条件，亦是对抗专制极权维护人性尊严的制度屏障。至于如何在中国建成新的礼乐制度，则是一关乎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大问题，本文不能详论，只能提出一个基本的构想，希望热心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人能究心于此，从儒家文化中吸取更多可资利用的资源。

[注释]

①参阅《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创刊号，总第一期。

②儒家大一统的智慧博大精深，本文不可详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拙著《公羊学引论》第五章第二节：大一统说，辽宁教育出版杜即将出版。另可参看拙文《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智慧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载台湾《鹅湖学志》1991年第7期。

③见Georg Cohn著Existentialism and Legal Science，本人有述评《柯恩的存在主义法学》，其中第五节：“古代的法律经常把宗教、道德糅合在一起，用宗教精神影响法律。这种宗教法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比罗马法更温和更富于人性，因为罗马法是建立在概念上的纯粹法律，冷冰冰的概念推理绝不会照顾到人的感情和痛苦，只会桉照自身的逻辑把惩爵推到极端。而宗教法由于其中的宗教因素，会减轻或解除纯粹法律带采的极端惩罚。”该文载西南政法学院《外国法学研究》季刊1985年第3、4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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